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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肌理 

杨玉欢 1，贺建雄 1,2，张新红 3，芮旸 1 

 （1.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 西安西大城乡规划与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69； 

3.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探索农文旅长效融合机制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鉴于此，选取表征农文旅发展

水平的名录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CCD）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

探究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肌理。结果表明：（1）农、文、旅 3 产业发展水平不同步性、空间分布

不均衡性特征突出。（2）农文旅融合发展呈现“文旅先行、农业滞后”的特征，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3）农文旅空间耦

合协调发展的集聚特征显著，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局部分异特征。（4）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强度分别

为：创新水平>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创新能力是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力量。（5）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

空间分异受多因子复杂耦合作用，创新水平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其他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农文旅；融合机制；影响因素；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 

 

乡村城镇化、发展同质化、产业低端化等带来的乡村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已成为制约实施乡村振兴的核

心挑战[1]。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发展范式转变为一二三产齐驱并进、农文旅协调统筹的态势[2]。结

合乡土文化、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的农文旅模式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3]。且农文旅通常具有

典型的产业多元化特征，能够保证本地居民的收入优于传统单一的旅游业、农业和畜牧业。相关实证研究

证实了拥有“地理标志”[4]、“一村一品”[5]等标识的村镇在农产品销售时会产生“溢价效应”。获得“传

统村落”[6]、“少数民族特色村寨”[7]、“非物质文化”[8]、“历史文化名镇名村”[9]、“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10]、“乡村治理示范村镇”[11]等代表乡土文化的要素对农文旅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样在乡村“旅游

热”现象中也推动了农产品销售与乡土文化传播[12]。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且地缘邻近的日本、韩国等，

我国虽为传统农业大国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等原因造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行动起步较晚。韩、

日两国在 1970—1980 年代相继开展“新村运动”[13]和“一村一品”[14]等振兴乡村战略，培育出一批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并带来了大量客流，为当地注入活力，成功实现乡村转型与振兴。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乡村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15]、旅游[16]等单一产业的带动作用或农旅[12]、文

旅[17]融合效应。事实上，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资本语境和消费驱动下，乡村极易沦为一个被动

提供者[18]，且我国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不适宜全面推广规模化农业。近年来，随着农文

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研究的日益开展，形成了武陵山片区[19]、安徽歙县[20]、贵州省[21]等农文旅融合的成功案

例地，取得有益结论。并随着耦合协调度、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模型的广泛运用，为探索农文旅耦合协

调与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测度方法。邱婧佩等[21]、王家明等[22]构建了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分别探讨了山东省和贵州省农文旅融合发展特征，结果均显示出极大的空间差异，但并未对其成因进行解

释，且构建的指标体系无法反映一定区域的特色农文旅产业。随着“传统村落”、“地理标志”、“重点

旅游村镇”等能够反映地区农文旅产业特色的名录不断丰富完善，为开展农文旅融合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

撑。 

综上，探索我国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特征与影响肌理，是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鉴于此，结合新时期乡村发展新势态和现有研究不足，基于国家名录

整合农文旅产业要素资源，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探究中国农文旅耦合协调空间分

异特征及影响肌理，以期为实施乡村振兴行动提供借鉴与启示。 

网络首发时间：2022-11-02 1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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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农文旅耦合协调测度指标中，传统村落、农产品地理标志、一村一品等名录数据来源于各部委截止 2022

年 5 月公布的名单。对名录数据采用高德地图 API 爬取地理位置坐标，并通过百度地图相互矫正。农文旅

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自然地理维度的数据均来源据中科院自然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 DMSP 卫星；道路数据来源于 OSM 平台 2021 年更新数据

（https:// openstreetmap.org/）；其余影响因素均来自《202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有数据汇总统计至

所属地级市行政区内。此外，支撑研究的行政区划等底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采

用 ArcGIS 10.6 软件统一至同一坐标系 

1.2 研究方法 

1.2.1 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测度模型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指结合资源禀赋，围绕一定主题或地域民俗文化形成的具有标识性农旅品牌。如农

业地理标志产品、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特色旅游小镇、重点旅游乡村等特色旅游。因此，在本研究利用

已公布的能表征农文旅产业发展水平的名录数据取代统计年鉴中旅游收入、农业产值等普适性指标（表 1）。

考虑到相关指标名录样本容量差异较大，对各个指标进行 Z-score 标准化处理；为了有效避免主观赋权法

的主观随意性和客观赋权法忽视主观决策者信息的缺点，本研究采用客观赋权法的熵权法与主成分分析法

和主观赋权法的层次分析法结合而成的组合权重作为指标权重。其中，层次分析法以征求农业经济方面共

15 位专家的意见，采用 AHP 软件算得权重。 

表 1 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测度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for spat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agro-cultural-tourism 

要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属性 熵权法

权重 

主成分分析法

权重 

层次分析

法权重 

组合权

重 

公示单位 

特色农业 特色农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 + 0.071 0.153 0.086 0.103 农业农村部 

  一村一品 + 0.090 0.075 0.045 0.070 农业农村部 

 特色农业区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 0.070 0.063 0.071 0.068 农业农村部 

乡土文化 传统聚落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 0.084 0.045 0.132 0.087 住建部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 0.070 0.024 0.055 0.050 民委 

  国家级传统村落 + 0.088 0.034 0.125 0.082 住建部 

 农耕技艺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0.080 0.101 0.097 0.093 农业农村部 

 民俗文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0.093 0.049 0.102 0.081 文旅部 

 礼俗制度 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 0.089 0.153 0.036 0.093 农业农村部 

乡村旅游 特色乡村旅游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 0.089 0.084 0.096 0.090 文旅部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 0.091 0.065 0.057 0.071 住建部 

 旅游景点 A 级景区 + 0.083 0.155 0.100 0.113 文旅部 

(2) 空间耦合协调测度模型 

空间耦合协调是指 a、b 2 种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个事物由另一事物的变化而产生

的反馈作用[23]。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CCD）评价“农-文-旅”的相互影响

关系和协调发展水平。具体函数公式为： 

𝐶 = 3 ×
√𝑄𝑖 × 𝐹𝑖 × 𝐿𝑖
3

(𝑄𝑖 + 𝐹𝑖 + 𝐿𝑖)
 (1) 

𝐶1 = 2 ×
√𝑄𝑖×𝐹𝑖
2

(𝑄𝑖+𝐹𝑖)
，𝐶2 = 2 ×

√𝑄𝑖×𝐿𝑖
2

(𝑄𝑖+𝐿𝑖)
，𝐶3 = 2 ×

√𝐹𝑖×𝐿𝑖
2

(𝐹𝑖+𝐿𝑖)
 (2) 

𝐷 = √𝐶 × 𝑍 ，𝑍 = 𝛿𝑄 + 𝛼𝐹 + 𝛽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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𝑍1 = 𝛿1𝑄 + 𝛼1𝐹，𝑍2 = 𝛿2𝑄 + 𝛽2𝐿，𝑍3 = 𝛼3𝑄 + 𝛽3𝐿 (4) 

式中：C 为“农-文-旅”三者的耦合度，0≤C≤1，C 值大小与耦合度成正比，数值大小并不能代表利弊；

C1、C2、C3 分别为“农-文”、“农-旅”、“文-旅”的耦合度；Qi、Fi、Li 分别为特色农业、乡土文化、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D 为耦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Z 为“农文旅”三者的综合评价指数，Z1、Z2、Z3 分别为

“农-文”、“农-旅”、“文-旅”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相互间的协同效应；δ、α、β为待定系数，通

过咨询乡村发展建设相关专家，将待定系数赋值为：δ=0.4、α=0.3、β=0.3；δ1=0.6、α1=0.4；δ2=0.6、β2=0.4；

α3=0.5、β3=0.5。参照已有研究[23]，将协调发展水平 D 值按照不相等间隔划分为 5 个等级：D∈[0.0，0.15]

时为严重失调，D∈(0.15，0.25]时为中度失调，D∈(0.25，0.40]时为基本协调，D∈(0.40，0.60]时为中度

协调，D∈(0.60，1]时为高度协调。 

1.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探测空间要素自身分布的相关性，可检验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是否存在集聚性特征。本

研究以全局 Moran’s I 检验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以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 集聚图）

检验其是否存在局部地区集聚或分异特征。 

1.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某一现象空间分异性及其驱动机理的一种空间分析模型。本文借助此模型探测农文

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识别因子在多大程度解释其空间分异及双因子耦合作用的效应。计

算公式如下： 

𝑞 = 1 −
1

𝑛𝜎2
∑ 𝑛𝑖𝜎𝑖

2

𝑚

𝑖=1

 (5) 

式中：q 为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指标；n 为参与回归的地级市数量，n=296；m 为影响因素

的数量，m=18；ni 为影响因素的样本数；σ为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度的全局离散方差；σi
2 为第 i 市的离散

方差，当 σi
2≠0 时模型成立。q∈[0, 1]，当 q 趋近于 0 时，表明地级市内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随机分

布，不受影响因素的干扰；反之影响因素的解释能力越强。通过交互探测识别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

用，对比 q(X1∩X2)与 q(X1)、q(X2)的大小，判断交互作用类型，具体可参考文献[24]。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文旅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各省农、文、旅 3 产业发展水平存在不同步性，省际间差异显著，区域极化效应明显(图 1)。总体上，

浙江省、山东省、湖南省、山西省、贵州省的农文旅发展水平强于其他省份，但难以比较东–中–西的区域

发展差异，这种复杂现象恰恰体现了长期人地交互的丰富性。各区域内省际农文旅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特

别是东部、西部地区，极化效应明显。就特色农业而言，位于粮食主产地的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四

川省、江苏省等省份发展水平更高；乡土文化方面，高发展水平省份均位于传统文化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如浙江省、贵州省、湖南省等；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经济基础更好的省份较高，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优于中

西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贵州省、云南省、湖南省、山东省等省份，农、文、旅 3 产业发展水平不同

步性现象突出，农、文 2 产业发展水平高但乡村旅游响应不佳，农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较弱。 

进一步观察农、文、旅 3 产业发展水平在市域层面的空间差异，采用自然间断法，将农文旅评分划分

为 5 个等级。结果显示(图 2)，特色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区域位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简称新疆）绿洲地区和黑龙江地区(图 2a)，是我国粮食主产区。新疆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和南部边

境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宜农业、牧业生产，而在吉林省、辽宁省地区，由于规模化农业导致农业特色

缺失，发展水平亦不高。乡土文化形成了以胡焕庸线为界的“核心-边缘”特征(图 2b)，但并非与人口地理

格局完全贴合，人口大省的河南省、山东省恰恰是乡土文化塌陷地区；人口次高密度的贵州省、重市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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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集聚区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而西北、东北地区历史上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中部秦巴山区、

西南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等地，由于资源匮乏、人口稀疏，乡土文化发展水平较低。乡村旅游空间分布较为

均衡(图 2c)，在胡焕庸线西侧亦有许多城市为高发展水平，如呼伦贝尔市、甘孜藏族自治州等著名的旅游

市。 

 

图 1 农文旅发展水平省际分布 
Fig. 1 Provincial-scale distribution of agro-cultural-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图 2 农文旅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ro-cultural-tourism development 

2.2 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从区域差异来看，中部地区各省间农文旅协调发展水平相对均衡，西部次之，东部地区极化效应显著

(图 3)。农文旅省际间耦合协调水平分异显著，但有别于农文旅发展水平，各省“农-文”、“农-旅”、

“文-旅”耦合协调水平振幅较大。山东省、浙江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农文旅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得益

于深厚的农业积淀和近年来在乡村转型发展上的调整，如山东省的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数量全国第一，

四川省积极推进都市农业、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乡村地区发展等。而天津市、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和



 

5 

海南省由于农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较高等原因，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不佳。虽然贵州省、山西省、湖

南省的乡土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但与农旅发展不同步，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弱。 

 
注：D 农—文—旅为农、文、旅 3 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D 农—文、D 文—旅、D 农—旅分别为农—文、文—旅、农—旅 2 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下同。 

图 3 农文旅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省际分布 

Fig. 3 Provincial-scale distribu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o-cultural-tourism  

在市域尺度(表 2)，将近半数地级市为基本协调，其次为中度失调、中度协调、严重失调，而高度协

调占比均不超过 2.50%，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强。整体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由强至弱为：D 文

—旅>D 农—文>D 农—文—旅>D 农—旅，“文-旅”协调发展度最高，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结合了乡土文化遗

产。随着近年来乡村成为文旅休闲的主要目的地，结合乡土文化的乡村屡屡成为网红景点（扎尕那、千户

苗寨等）。“农-文”相对偏弱，“农-旅”耦合协调度最低，虽然一村一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等名录推出

促进了对传统农业的挖掘和发展，但在市场化经济体制、规模化运作模式下，传统以精耕细作为典型特征

的农产品与资本运作的乡村旅游相比更不易转型。 

表 2 市域尺度农文旅空间协调发展水平 

Tab. 2 Municipal-scal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o-cultural-tourism 

耦合度分级 耦合协调度 
D 农—文—旅 D 农—文 D 文—旅 D 农—旅 

地级市数量 比例/% 地级市数量 比例/% 地级市数量 比例/% 地级市数量 比例/% 

严重失调 [0,0.15] 32  8.72  31  8.45  31  8.45  39  10.63  

中度失调 (0.15,0.25] 82  22.343  86  23.43  81  22.07  79  21.53  

基本协调 (0.25,0.40] 184  50.14  170  46.32  175  47.68  176  47.96  

中度协调 (0.40,0.60] 64  17.44  75  20.44  71  19.35  70  19.07  

高度协调 (0.60,1] 5  1.36  5  1.36  9  2.45  3  0.82  

注：D 农—文—旅为农、文、旅 3 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D 农—文、D 文—旅、D 农—旅分别为农—文、文—旅、农—旅 2 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下同。 

2.3 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分异特征 

对市域尺度下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度指标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通过 ArcGIS 10.6 计算得到全局

Moran’s I（表 3）。结果表明，D 农—文—旅、D 农—文、D 文—旅、D 农—旅的全局 Moran’s I≥0.285，Z≥19.755，P

≤0.001；在 99.99%的置信度下均表现出集聚模式，表明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度高（低）的市域在地理空

间上较为集中，集聚程度依次为：D 农—文—旅>D 农—文>D 文—旅>D 农—旅。 

从 LISA 聚类图来看，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西部空间分异特征突出，高-低聚集和低-高聚集的负相关市

域个数相较于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正相关市域个数要多，空间耦合协调发展不同步特征显著，并呈现

交错分布的肌理(图 4)。整体上，高-低区主要集中在以贵州、华北平原和长三角为核心及其外围辐射地区，

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市域(图 4a)。这些地区依托发达的经济环境或拥有醇厚的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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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等资源禀赋，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良好态势，2021 年中国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村镇均位于上述

区域[25]。低-高区集中于新疆、海南省及两广南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始终较低且深陷低耦合协调水平地

区的包围之中，同时是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水平长期滞后于外围地区。高-高区和低-低区“孤岛”

式的分别交错分布于低-高区和高-低区外围，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长期高（低）于周边市域，区域极

化特征显著。具体的，D 农—文、D 文—旅、D 农—旅聚类特征与 D 农—文—旅具有较大似然性，差异的来源主要集中

于新疆。D 农—文、D 文—旅在新疆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并向外围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等扩散(图 4b~c)，

而 D 农—旅在新疆大部为高-高区（图 4d），反映了新疆乡土文化的发展显著滞后于乡村旅游与特色农业。 

表 3 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Tab. 3  Spatial correlation tes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o-cultural-tourism 

耦合协调度 全局 Moran’s I Z 得分 P 值 

D 农—文—旅 0.318 22.011 <0.001 

D 农—文 0.313 21.623 <0.001 

D 文—旅 0.299 20.695 <0.001 

D 农—旅 0.285 19.755 <0.001 

 
图 4 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 LISA 聚类 

Fig. 4 LISA cluster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o-cultural-tourism 

2.4 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肌理 

2.4.1 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为揭示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参照相关研究成果[20-21]，结合我国农文旅发

展所处阶段及特点，从自然地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与创新水平 4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包括高程、人

均 GDP、人口密度、专利授权数量等（表 4）。其次，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0》仅包含 296 个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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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统计数据，为了保证研究区域数据的一致性，本研究剔除除此以外的城市，用 296 个地级市进行回归

分析。最后，统计 296 个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与影响因素数值，通过 R 语言计算因子的不同分级方法下地

理探测器模型的解释力，发现对各因子采用自然间断法划分为 9 个等级时解释力最佳，以此探测因子解释

强度、分析变量间交互关系。 

表 4 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多维指标体系 

Tab. 4 Multi-dimensional index system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pl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o-cultural-tourism 

维度 二级指标 符号预判 计算方法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自然地理 高程（X1）/m - 统计各市高程均值 1.293  4985.938  611.523  821.995  

地形起伏度（X2）/m - 统计各市地形起伏度均值 0.000  578.690  78.872  102.339  

植被覆盖指数（X3） + 统计各市植被覆盖指数均值 0.085  0.888  0.731  0.147  

生态用地指数（X4）/% + 林地、草地、水域总面积/行政区面积 0.006  0.904  0.483  0.252  

年平均气温（X5）/℃ + 统计各市年平均气温均值 -4.870 24.333  12.461  5.721  

年平均降水量（X6）/mm + 统计各市年平均降水量均值 -143.498 160.522  -1.654 28.610  

经济发展 人均 GDP（X7）/104 元 + GDP 总量/常住人口 1.743  18.087  6.355  3.242  

夜间灯光指数（X8） + 统计各市夜间灯光指数均值 0.048  61.830  13.479  12.663  

三产从业占比（X9）/% + 三产从业人数/常住人口 28.470  83.870  49.359  8.011  

公路客运总量（X10）/104 人 + 统计各市公路客运总量 12.000  89374.000  2671.219  6118.998  

道路密度（X11）/km·km-2 + 道路网密度/行政区面积 0.073  7.761  1.125  1.014  

社会文化 人口密度（X12）/104 人·km-2 + 人口数量/行政区面积 0.000  0.907  0.049  0.072  

图书馆藏书量（X13）/104 册 + 统计各市图书馆藏书数量 9.000  17985.000  489.331  1379.839  

博物馆数量（X14）/个 + 统计各市博物馆数量 1.000  183.000  18.492  23.572  

创新水平 在校学生人数（X15）/104 人 + 统计各市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人数 0.281  130.714  11.632  19.764  

高等学校数量（X16）/104 人 + 统计各市本科数量 1.000  92.000  9.129  14.744  

科学技术支出比例（X17）/% + 科研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001  0.140  0.019  0.020  

专利授权数量（X18）/件 + 统计各市专利授权数量 5.000  222412.000  11929.648  25800.443  

 

2.4.2 单因子探测结果 

因子探测结果表明（表 5），18 个影响因子全部通过 99.99%的置信度检验（P<0.001），4 个维度指

标对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均存在一定的解释力，但差异显著。从解释力的整体强度来看，创新

水平>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经济发展，集中反映了人的能动性，创新能力是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力

量。从 q 值来看，解释力排序为：X14>X13>X18>X10>X15>X16>X1>X2>X5>X7>X17>X11>X4>X3>X6>X12> X8>X9。

首先，q 值大于 0.2 的因子有 4 个，分别为博物馆数量（X14）、图书馆藏书量（X13）、专利授权数量（X18）、

公路客运总量（X10）。博物馆数量与图书馆藏书量反映了地区文化建设水平与文化底蕴，表明地域文化是

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专利授权数量代表了一定地区的创新水平与能力，在第 4 次消费革命下，以

创新为引领的消费趋势逐渐渗透至乡村发展中，成为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公路客运总量是一

定地区综合交通水平和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在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中起重要支撑作用。其次是在校

学生人数（X15）、高等学校数量（X16）、高程（X1），q 值大于 0.1。表明地区高等教育水平与适宜的自

然地理条件是农文旅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实践支队、各地三下乡支队等为乡

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且平原地区更有利于乡村基础设施配置进而影响农文旅融合发展[25]。其他因子

q 值均于小于 0.1，解释力较弱，且主要为地理和经济发展维度，揭示了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完

全是限制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因，凸显了人的能动性在适应和改造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表 5 单因子探测结果 

Tab. 5 Detection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变量 q 值 变量 q 值 变量 q 值 

X1 0.126* X7 0.091* X13 0.268* 

X2 0.092* X8 0.026* X14 0.404* 

X3 0.042* X9 0.016* X15 0.196* 

X4 0.068* X10 0.246* X16 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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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 0.095* X11 0.070* X17 0.091* 

X6 0.036* X12 0.029* X18 0.248* 

注：*表示在 P<0.001 水平上显著。 

2.4.3 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图 5)，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均比单因子独立作用时更强，作用类型包括

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 2 种，其中非线性增强模式显著高于双因子增强，表明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是多

因素共同耦合作用产生的复杂现象，并且 2种因素共同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强于两单因子作用强度之和。

整体上，创新水平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明显高于自然地理与经济发展维度。就最佳交互因

子而言，交互作用最强的因子为博物馆数量（X14）、图书馆藏书量（X13）、专利授权数量（X18），3 个

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反映了文化本底与创新水平对

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而自然地理与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明显弱于创新水平与社会文化维

度，仅公路客运总量（X10）交互作用稍强。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市场化与城市化浪潮中瓦解了大量的传

统村落，乡土文化作为地区的文化之根，变得愈加弥足珍贵；另外，在差异化和创新性的消费导向下，乡

村的超预期体验成为捕获消费者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就要求乡村汇聚更多创新型人才，提升乡村创新发展

水平。 

 

注：*表示非线性增强：q(Xi∩Xj)>(Xi+Xj)；+表示双因子交互增强：q(Xi∩Xj)>Max(Xi, Xj)。 

图 5 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Fig. 5 Detection results of factor interaction 

 

 

3 讨  论 

随着网络社会崛起，数字经济时代乡村发展迎来众多机遇，但同样面临特色缺失、动力不足等问题。

探索农文旅长效融合机制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本途径。本研究通过相关名录梳理

我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代表性要素，相较于传统以统计年鉴的农业、旅游业、文化事业等统计指标，着重

突出了以地方特色为引领的农文旅产业发展特征，以真正意义的表征农文旅发展现状。 



 

9 

本研究发现，第一，在资本语境和消费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文旅先行、农业滞后”现象突出。近年

来，直播带货、共享经济等热潮席卷乡村，“短、平、快”的价值理念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

引起学术界思考资本驱动乡村振兴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26]。因此，本文建议乡村发展要一二三产齐驱并进、

农文旅协调统筹，要慎重对待资本下乡，提前进行乡村规划、划定土地开发边界，以防止在资本热潮中无

序开发建设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第二，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的创新水平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的解释力或交互作用效果明显

强于自然地理与经济发展维度。在对贵州省铜仁市乡村振兴调研中发现，过往乡村设计缺乏对文化挖掘、

发展模式缺乏路径依赖，但引“智”兴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以铜仁市路腊村为例，虽为第五批国

家级传统村落、第三批国家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且村内有较多的古代防御设施遗址和悠久的朱砂矿开采历

史及遗址。但对传统文化挖掘不力、旅游发展模式缺乏创新，农、文、旅 3 产业“各自为政”，融合度极

低。2020 年，通过引入科研团队，利用朱砂矿洞研发食用菌种植技术，形成了具有反季节且品质优质的食

用菌品牌，并结合漫山樱花和红色朱砂发展乡村旅游。2021 年又引入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实践团队，

对村庄历史资源挖掘梳理并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如今，路腊村已形成集香菇种植、荷花种植及加工、赏樱

花和古寨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业态，并成为铜仁市乡村振兴示范村。鉴于此，乡村发展需要结合

文化本底、基于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以人才振兴为引领，加强文化创新、产业创新和农业技术创新，

形成“人-地-业”协同发展格局。 

然而，受限于名录数据的非同步性及可获取性，本文仅从空间维度讨论当前我国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

特征与影响因素，无法以时间维度探究其演变特征。同时，所构建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虽考虑了全国尺度

的普适性，但忽略了地域差异性，因此实践性较低。在后续研究中会结合具体案例地探讨适用于地方的特

定指标体系，以指导乡村振兴行动。 

4 结  论 

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我国农文旅发展水平的国家名录，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测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

展特征，进而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检验空间分异特征，最后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农、文、旅 3 产业发展水平不同步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性特征突出，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空

间分布特征。 

（2）在市场化运作下，农文旅融合发展呈现“文旅先行、农业滞后”的特征，近半数地级市为基本协调，

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而且，全局视角下农文旅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的集聚特征显著，并呈现以胡焕庸线为

界的局部分异特征。 

（3）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解释力强度分别为：创新水平>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经济发展，集

中反映了人的能动性，创新能力是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力量。农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还受

多因子复杂耦合作用，创新水平与社会文化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其他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致谢：感谢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2022 年 8 月赴贵州铜仁实践支队全体队员开展乡村调研与入户

访谈，为本文提供基础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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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textur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o-culture-tour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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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long-term fusion mechanism of agro-cultural-touris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view of this, we selected the directory data re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o-cultural-touris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prehensively us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CD) and geodetector and Moran’s I index to quantitatively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textur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o-cultural-tourism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s not synchronized,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uneven, each forms its own unique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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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2)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tourism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tourism first, agriculture lags behind”, nearly half of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re basically 

coordinated, and the spat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general. (3)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o-cultural-tourism are remarkable, and the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exhibits a differentiated feature bounded by the Hu Huanyong line.(4) The explanatory strength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o-cultural-tourism coupling is innovation level > sociocultural > physical geography >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reflects the initiative of people, especially the leading force of innovation ability to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o-cultural-tourism. (5)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o-cultural-tourism 

coupling is affected by complex coupling effects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innovation level and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physical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imens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First, in rur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parallel, 

coordinate agro-cultural-tourism, treat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caution, carry out rural planning in advance, and 

demarcate land development boundaries to prevent disorderl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capital boom and cause a lot of 

waste of resources. Second, rural development needs to combin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develop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based on resource endowments, tak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alents as the guide, strengthen cultur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form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people-land-industry”. 

Key words: agro-cultural-tourism; fusion mechanism; influence fact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CD) model; geodetector 


